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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谢 靖 王少红

摘 要 运用新新贸易理论构建数字经济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微观贸易

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可以发现：第

一，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结论在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考

虑内生性、改变回归样本以及考虑行业趋势改变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

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驱动作用在不同贸易方式上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均表现出一

定的异质性。第三，生产效率是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可能机制，而质量

生产能力这一机制的作用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应该加快数字经济战略部署，加速数字技术

和数字产品创新，不断推动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升级，打造中国制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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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贸易迅速扩张，已于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但是，随着全球垂直

专业化分工的逐渐深入，出口规模已不再直接体现一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综合素质［1］（P55-

64）。近年来，中国制造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凸显、技术引进受阻等诸多挑战，同时受到

发达国家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和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双向竞争”，以要素成本为核心的制造

业传统竞争优势明显弱化［2］（P53-62）。因此，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3］（P4-15），这是中国抢占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引领国际贸易规制的重要突

破口。以企业异质性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认为，产品质量与一国的出口绩效和贸易利得有着直

接联系，已成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4］（P53-67）。然而，中国制造虽然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了市场

规模，但出口产品尚未“以质取胜”，产品质量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5］（P417-474）［6］（P263-284）。

显然，如何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中国在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和贸易强国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

重要现实问题。

近些年，学者们围绕出口产品质量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研究发现：技术创新［7］（P167-185）、融资约

束［8］（P63-84）、贸易自由化［9］（P82-94）、投入服务化［10］（P45-60）等是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这

些研究为探究如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有益洞见，但是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维度。当前，新一轮科

技革命席卷全球，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不断融合，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对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凸显［11］（P1-2），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制造业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3］（P4-

15）。基于此，本文拟着重研究的问题是：数字经济是否驱动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如果是，

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以上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制造业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新的发展路

径，进而为国家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建设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合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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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自“数字经济”的概念提出以来，学界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研究：第一，数字经济内涵研究。大量文献

在这方面进行相关探讨，形成四种主要的理论视角，包括从组成范围来界定数字经济［12］（P23-41），从投

入产出的过程分析数字经济［13］（P5-22），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定义数字经济［14］（P15-18），从经济效率的视

角理解数字经济［15］（P102-108）［16］（P87-98）。第二，数字经济测算研究。目前，国际上关于数字经济的测

算方法还未统一，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在界定数字经济范围基础上，直接估算数字经济增加值和规

模［12］（P23-41）。二是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17］（P1-10）［18］（P33-44）。三是

基于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来测度数字经济规模［19］（P3-16）。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

最著名的研究始于生产率悖论，即信息化并未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围绕于此，学者们开展了广泛讨论［20］

（P3-43）［21］（P5-23）［22］（P24-34）。与本文较为相关的是数字经济与出口活动的研究。这一类文献主要集

中于理论层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降低贸易流程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16］（P87-98），同时还能降

低贸易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形成一种新优势［3］（P4-15）。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应用

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23］（P137-163）［24］（P104-127），改善出口绩效［25］（P52-65），助推制造业企业向价值

链高端攀升［26］（P646-670）［27］（P72-89）。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有益借鉴，但仍有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拓展：第一，如前所述，

尽管已有研究从多方面考察了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但大多都忽视了数字经济视角。第二，现有文

献对数字经济的研究目前仍侧重于内涵解读与规模测算，而关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驱动效应研究则

相对较少，虽然部分文献以互联网、电子商务及人工智能的应用为例检验了数字经济的出口驱动效应，

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鉴于此，本文运用新新贸易理论构建数字经济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分析框

架，并采用微观贸易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本文的边

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新形势下，本文为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可为培育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新的发展路径。第二，本文基于质量

异质性模型剖析了数字经济的出口驱动效应，为理解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关系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分析

框架，这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有益拓展。

二、理论分析

本部分我们主要基于Hallak和Sivadasan［4］（P53-67）的理论框架，讨论出口产品质量的内生决定因

素，进而分析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机制。

（一）出口产品质量的内生决定因素分析

在考虑产品垂直差异后，设定CES效用函数如下：

U = {∫j ∈ Ω (λjqj )σ - 1σ dj}
σ

σ - 1
（1）

其中，λj表示产品 j的质量；qj表示消费者对产品 j的需求量；Ω代表消费者可能的购买商品集；σ > 1，代
表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设消费总支出为E，与式（1）对应的加总价格指数为P = ∫
j ∈ Ω
p1 - σj λσ - 1j dj，则产品 j的需求方程为：

qj = λ
σ - 1
j

pσj

E
P

（2）
其中，pj代表产品 j的价格；

E
P
反映市场整体需求规模。

与经典企业异质性文献不同的是，Hallak和Sivadasan［4］（P53-67）假设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同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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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效率（process productivity）和质量生产能力（product productivity）两个维度，并且分别影响企业的

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进而可以深入分析产品的垂直差异。

边际成本（c）和固定成本（F）分别设定如下：

c = κ
ϕ
λβ （3）

F = F0 + fξ λα （4）
其中，κ、F0、f均为正常数；1 > β > 0，表示边际成本的质量弹性；α > 0，表示固定成本的质量弹性；ϕ代表

异质性的生产效率，用以反映企业在可变成本上的差异；ξ代表异质性的质量生产能力，用以反映企业不

同的固定投入效率，即在既定固定支出下企业改进产品质量的能力。

在以上需求方程和成本函数的设定下，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 = 1
σ
( λj
pj
)σ - 1 E

P
- Fj - fx （5）

其中，fx代表固定贸易成本。通过最优化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时的产品质量为：

λ = [ 1 - β
α

( σ - 1
σ

)σ ( ϕ
κ
)σ - 1 ξ

f
E
P
] 1α′ （6）

其中，α′ = α - (1 - β ) (σ - 1) > 0。式（6）暗含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企业最优的产品质量水平内生决定于

二维异质的生产效率（ϕ）和质量生产能力（ξ）。进一步对式（6）分别求ϕ和 ξ的一阶偏导，可以得出，

dλ
dϕ
> 0，dλ

dξ
> 0，说明一个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生产能力越高，生产产品质量越高。在给定质量生产

能力的条件下，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将在可变成本上具有优势，可以生产出高质量产品；在给定生产效

率的条件下，质量生产能力较高的企业在固定支出上具有优势，也能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从内在因素上

看，一个企业可以通过改善生产效率或者质量生产能力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二）数字经济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以上出口产品质量的内生决定分析，我们将分别从生产效率和质量生产能力两个方面探究数

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

第一，生产效率机制。现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可以提高企业的单

位要素产出，提升生产效率［28］（P12-20）。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替代生产中低

端劳动力进行重复性生产工作，使得劳动力转移到更高价值的活动中［29］（P3-30）［28］（P12-20），同时通过

数据、信息等高协同性与渗透性要素的投入，改变生产投入配比，促进传统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数字

经济的应用与发展有助于制造业企业以低价获取高质量中间投入，同时确保生产部门之间及时高效的

信息传递与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节约生产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即，
dϕ
dDigit

> 0，Digit

表示数字经济。根据式（6）可知，一个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生产的产品质量越高，即
dλ
dϕ
> 0， dλ

dDigit
=

dλ
dϕ
⋅ dϕ
dDigit

> 0，这说明数字经济可通过生产效率机制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第二，质量生产能力机制。质量生产能力主要反映企业在既定固定支出下改进产品质量的能力。

而企业改进产品质量离不开研发创新活动。一些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不断融合会激励企

业加大研发与创新投入［30］（P1347-1393），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质量生产能力［31］（P587-609）。其一，互联网

平台的快速发展及大数据的分析应用可以帮助企业更加准确快速地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与标准导

向，进一步将消费者偏好融入企业产品中，通过需求变化倒逼企业进行产品升级与创新活动［32］（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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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其二，数字技术和平台的应用会促使劳动力在高技术层面聚集，结合数字化生产要素的技术外溢

作用，将数字技术知识内化，从而增强企业研发创新能力［33］（P31-38）。其三，在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的技术支持下，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施数字智能监管可以增强产品质量管理能力［34］（P24-30）。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质量生产能力提升。即，
dξ

dDigit
> 0。由式（6）可知，一

个企业的质量生产能力越高，其生产的产品质量也越高，即
dλ
dξ
> 0，进而，

dλ
dDigit

= dλ
dξ
⋅ dξ
dDigit

> 0，这表

明数字经济还可通过质量生产能力机制驱动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为了定量考察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本部分将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出口

产品质量的基本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并对相关变量的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与处理进行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我们构建如下基本模型，以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

lnQualityigt = β1 + β2 lnDigitgt + β3lnControligt + δi + δt + δg + εigt （7）
其中，下标 i、g、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及年份；Qualityigt表示出口产品质量；Digitigt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Controlig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存续年限（Age），企业规模（Size），融资约束（Finance）以及资本密

集度（Capital）；δ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δg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δ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ε igt为误差项。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我们选取生产效率与质量生产能力

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具体步骤及模型如下：

ln φigt = β21 + β22 lnDigitgt + β23lnControligt + δi + δt + δg + εigt （8）
ln ξigt = β31 + β32 lnDigitgt + β33lnControligt + δi + δt + δg + εigt （9）

lnQualityigt = β41 + β42 lnDigitgt + β43 ln φigt + β44 ln ξigt + β45lnControligt + δi + δt + δg + εigt （10）
首先，进行基本模型回归，即方程（7）；其次，将两个中介变量分别对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进行回

归，即方程（8）和方程（9）；最后将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对核心解释变量和两个中介变量进行回

归，即方程（10）。如果方程（8）中的 β22、方程（9）中的 β32以及方程（10）中的 β43和 β44都在统计上是显著

的，则说明以上两个作用机制均被证实。

（二）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基于以上计量模型，我们将对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及中介变量的指标选取与测算

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1.出口产品质量。参照Fan等［35］（P1033-1051）的方法，利用微观贸易数据进行产品组内回归，以测

算出企业—进口国—年份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回归模型如下：

lnqiht = χht - σlnpiht + εiht （11）
其中，qiht、piht分别表示企业 i在 t年对h国的出口量和出口价格；χht为进口国—年份虚拟变量，以表示进口

国价格指数、总支出水平等宏观特征；εiht为包含产品质量信息的残差项。由此得到出口产品质量为：

lnqualityiht = lnλ̂iht = ε̂iht / (σ - 1) （12）
其中，σ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沿用Fan等［35］（P1033-1051）的做法，取值为5。进一步地，为使以上估算的

出口产品质量可以跨时期、跨截面比较及加总分析，我们对其进行如下标准化处理：

r - lnqualityiht = lnqualityiht - min_lnqualityiht
max_lnqualityiht - min_lnqualityiht （13）

其中，min、max分别表示最小值与最大值。此外，本文主要是在企业—年份维度考察出口产品质量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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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为此，需要将式（13）得到的企业—进口国—年份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加总至企业—年份维

度，即：

lnQualityit =∑iht ∈ Ω
viht∑iht ∈ Ωviht

*r - lnqualityiht （14）
其中，vimt为企业 i在 t年出口到h国的出口量，Ω为企业—进口国—年份的样本集合。

2.数字经济。目前，学界关于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和测算方法尚未统一。一个接受度较广的是《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的定义：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

通过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旨在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两大部分。基于这一概念，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制造业行业，我们借鉴张晴和于津平［27］

（P72-89）的研究，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制造业各行业的产业数字化程度，以反映各行业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制造业数字化程度可通过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来衡量。直接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agj = qgjYg （15）
其中，agj表示制造业行业g产出一单位产品所直接消耗的数字化产出，Yg表示制造业行业g的总产出，qgj
表示数字化行业 j投入至制造业行业g的总要素。

与直接消耗系数相比，完全消耗系数既包括了制造业行业对数字化行业的直接消耗部分，还包括了

各个数字化行业通过间接方式投入到某一制造行业的价值量，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数字化行业对不同

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完全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bgj = agj +∑m = 1
N agmamj +∑n = 1

N ∑m = 1
N agnanmamj + … （16）

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项表示制造业行业对数字化行业 j的直接消耗，第二项表示制造业行业g通过制造

业行业m对数字化行业 j的第一轮间接消耗，第三项表示制造业行业g通过制造业行业m、n对数字化行

业 j的第二轮间接消耗，以此类推至第n轮消耗。该指标可以通过消耗系数矩阵求出，方法如下：

B = A + A2 + A3 + … + Ak + … = ( I - A)-1 - I （17）
其中，B表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I为单位对角矩阵，A为直接消耗矩阵且表示为：

A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a11 a12 … a1n
a21 a22 … …
…
an1

…
an2

… …
… ann

（18）

其中，矩阵中各数值为任意两个行业的直接消耗关系。

但是，由于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为绝对指标，难以反映数字化投入在总投入中的重要程

度。因此，本文依据杨玲［36］（P37-53）的做法，采用直接依赖度与完全依赖度这两个相对指标对以上两个

绝对指标进行改善，测算公式分别为：

Digit_r = ∑j
agj

∑k
agk

（19）

Digit = ∑j
bgj

∑k
bgk

（20）
其中，Digit_r为直接依赖度，表示某一制造业行业对数字化行业集合的直接消耗占所有直接消耗的比

重；Digit为完全依赖度，表示某一制造业行业对数字化产业集合的完全消耗占所有完全消耗的比重。在

后文中，我们将使用完全依赖度指标进行基本回归，同时使用直接依赖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与已有相关文献保持一致，本文以 ISIC Rev.4为行业分类标准选取如下四个行业作为数字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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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件的生产，计算机及周边产品，通信设备，电子消费品的制造、检验，导航及控制设备的制造（C-

26）；有线、无线、卫星及其他电信活动（J-61）；计算机软件研发、咨询和实施管理（J-62）；数据信息的储

存、处理等服务活动，未另分类的其他信息服务活动（J-63）。

3. 控制变量。借鉴祝树金等［37］（P3-16）、谢靖和廖涵［1］（P55-64）的研究，本文选取企业存续年限

（Age）、企业规模（Size）、融资约束（Finance）以及资本密集度（Capital）为控制变量。变量说明如下：

企业存续年限（Age）用样本数据年份减企业成立年份表示。一般来说，企业存续年限越长，其生产

经验越丰富，该企业在提升产品质量方面可能会更具优势。

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的总资产表示。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在技术、人才、资本等方

面的优势条件，因此企业规模越大可能会越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

融资约束（Finance）用利息支出与总资产比值表示。该指标反映了企业从外部融资渠道获得资金

的难易程度，数值越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在生产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就更灵活，更有利于改进产

品质量。

资本密集度（Capital）用固定资产年平均净值与全部职工人数之比表示。资本密集度较高意味着企

业会利用更多的高端生产要素对低端生产要素进行替代，通过中间要素投入的改良对最终产品质量产

生促进作用。

4.中介变量。在以上中介效应模型中，本文选取了生产效率和质量生产能力两个中介变量。生产

效率主要反映企业在可变成本上的差异，因此我们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各行业的生产效率，即工业生产

总值与全部职工的比值。质量生产能力主要反映企业在既定固定支出下改进产品质量的能力。而现有

数据库中尚缺乏可以直接体现质量生产能力的有效信息。考虑到研发支出是企业固定支出的重要组成

部分，且研发效率越高，企业的质量生产能力也越强，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以研

发效率近似表示质量生产能力。但是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的研发支出数据存在大量缺失，

为保证后文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我们以企业的新产品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及WIOD数据库。由于以上数据

库的行业及产品分类标准并不一致，我们进行以下数据处理及匹配：

第一步，参照廖涵和谢靖［38］（P95-120）的做法，将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06年HS八分位微观贸易

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库2002年之前的贸易数据是HS96标准，之后是HS02标准）调整并加总至HS02六

分位上，并剔除异常值及贸易中间商样本，仅保留制造业样本数据。第二步，我们按照现有文献惯常做

法，剔除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违背会计准则的样本数据，并先后根据企业名称、邮政编码—电话号码

与以上处理后的海关数据库数据进行匹配，进而得到测算出口产品质量的数据集。第三步，利用WIOD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中介变量

出口产品质量（Quality）

数字经济水平（Digit）

企业存续年限（Age）

企业规模（Size）

融资约束（Finance）

资本密集度（Capital）

生产效率（φ）
质量生产能力（ξ）

样本数

231892

231419

231717

231890

231481

231485

231557

189241

均值

0.6434

-3.0103

2.0108

10.3833

0.0086

0.2521

5.2423

0.0391

标准差

0.1321

0.6627

0.7150

1.5100

0.0184

0.1411

1.0401

0.1312

最小值

0

-3.7373

0

0

-2.8344

0

0

0

最大值

1

-1.0352

7.6044

18.7296

1.3953

3.2178

13.5235

0.6931

注：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及中介变量均取其自然对数值；各控制变量以其数值加1后再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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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矩阵计算出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产业数字化指标，并将其从 ISIC Rev.4行

业分类标准调整至 ISIC Rev.3标准。最后，将第三步得到的数据集也对应到 ISIC Rev.3标准，进而实现

企业—产品层面数据与行业层面数据的对接。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于表1。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基于以上构建的计量模型，本部分将首先进行基本回归，以从整体上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影响；其次，对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异质性检验；再次，分别从改变关键变量衡

量指标、考虑内生性、改变回归样本以及考虑行业趋势改变等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对生产效

率和质量生产能力这两种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一）基本回归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我们对模型（7）进行基本回归，回归结果

报告于表2。

在表2中，第（1）列为只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及行业固定效应但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Digit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第（2）列到第（5）列我

们逐步加入Age、Size、Finance、Capital等其他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变量Digit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且系数数值呈逐渐缩小趋势。这一结果初步反映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

用是显著且稳定的。第（5）列回归结果显示，变量Digit的估计系数为0.050，说明产业数字化程度每增加

1%，将会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0.050%。实际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应用已

逐渐渗透到制造业企业内部，一方面为企业提供多种资源与设施，改变了原有要素投入配比关系与信息

传递速率，降低了生产及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加深了企业对消费需求的了解，通过需求

倒逼与技术学习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加之产品智能监管水平的提升使得其质量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由此最终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Digit

Age

Size

Finance

Capital

常数项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Quality

0.059***

（7.483）

1.031***

（4.236）

Yes

Yes

212995

0.671

（2）

Quality

0.057***

（4.165）

0.014***

（6.793）

1.834***

（5.339）

Yes

Yes

212808

0.673

（3）

Quality

0.053***

（3.491）

0.014***

（6.271）

0.019**

（2.505）

0.554***

（5.046）

Yes

Yes

212808

0.674

（4）

Quality

0.052***

（3.454）

0.013***

（6.236）

0.020**

（2.584）

0.088***

（3.062）

0.847***

（4.197）

Yes

Yes

212512

0.676

（5）

Quality

0.050***

（3.450）

0.009***

（6.027）

0.016**

（2.402）

0.085**

（2.917）

0.003

（0.748）

0.706***

（5.341）

Yes

Yes

212512

0.677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内数值为采用聚类稳健标准差得到的 t值或z值，均聚类在行业层面；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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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变量Age、Size和Finance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预期相

符。这说明企业存续年限越长，发展越成熟，其生产、管理等活动网络越完善，就越有利于企业提高出口

产品质量；企业规模越大，其掌握的资源、技术、人力越丰富，在改进出口产品质量方面的优势就越明显；

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越有利于其开展各项研发和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

变量Capital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与预期不符，说明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并未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质

量提升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仍然属于劳动充裕型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的人均资

本存量越高，就越偏离最优的生产技术结构，进而越倾向于出口低质量产品［1］（P55-64）。

（二）异质性检验

从以上基本估计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驱动效应是显著存在的。但是，

中国出口企业在贸易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上存在较大区别，因此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可能对于不同的贸

易方式和所有制企业也存在差别。基于此，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

1. 贸易方式异质性检验

我们按照贸易方式不同将总样本分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两类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列

于表3第（1）和（2）列。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Digit的估计系数在不同贸易方式样本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

明本文基本回归结果是较为稳定可靠的。但从系数大小来看，在一般贸易样本中变量Digit的估计系数

为0.053，明显大于加工贸易样本中的系数0.036；同时，我们采用似无相关检验方法来考察不同样本回归

系数差异是否显著，结果发现经验p值小于0.01。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

驱动效应更为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一般贸易企业的活动方向主要为从产品到订单，包括从前期

研发到后期售后的完整价值链活动，企业要素储备丰富，转型能力强；但相比而言，加工贸易企业的活动

方向主要为从订单到产品，根据订单要求进行生产组装及加工等低附加值活动，对企业生产能力要求不

高，高端要素资本需求较低，造成后期企业转型发展能力有限，且从订单到产品的过程使得其质量更加

表3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Digit

Age

Size

Finance

Capital

常数项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样本类型

（1）

Quality

0.053***

（4.138）

0.006***

（3.614）

0.028***

（6.172）

0.163**

（2.804）

-0.007

（-1.006）

1.684***

（7.075）

Yes

Yes

145435

0.661

一般贸易

（2）

Quality

0.036**

（2.403）

0.014***

（5.910）

0.022***

（4.374）

0.041**

（2.646）

0.016**

（2.213）

1.181***

（6.729）

Yes

Yes

57830

0.729

加工贸易

（3）

Quality

0.044**

（2.177）

-0.003

（-1.106）

0.011**

（2.319）

-0.049

（-0.687）

0.015

（1.319）

0.779**

（2.614）

Yes

Yes

13951

0.586

国有企业

（4）

Quality

0.059***

（3.198）

0.016***

（5.157）

0.022***

（6.738）

0.066***

（3.137）

0.007

（0.433）

0.367***

（6.093）

Yes

Yes

143564

0.675

私营企业

（5）

Quality

0.032***

（3.476）

0.007***

（3.048）

0.017***

（5.361）

0.125**

（2.390）

-0.004

（-0.327）

0.460***

（5.464）

Yes

Yes

52266

0.603

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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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订单要求而非企业的自主产品改良［39］（P16-31）。因此，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制造业产业

数字化程度的加深，一般贸易企业受到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

2.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源分配和决策灵活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对产业数字化的反应程度也可能

不同。因此，本文按照不同所有制形式将出口企业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类，并分别回

归，回归结果报告于表3第（3）-（5）列。结果显示，变量Digit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但是系数大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私营企业中的系数最大，国有企业次之，外资企业最

小。进一步地，我们基于似无相关检验对以上三个子样本的回归系数差异进行两两检验，结果发现3组

经验p值均小于0.05。这一结果反映出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驱动作用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上

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相较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在面对市场、制度等外界环境变化时的反应灵活性与适

应性更高［37］（P3-16），这会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产业数字化

的变革中更容易调整和适应，加之近些年来政府对私营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营

企业资源不足的劣势。因此，私营企业受到产业数字化的驱动作用最为突出。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以上基本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将分别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在基本回归中，我们使用了完全依赖度指标反映各行业的产业

数字化程度，以刻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与完全依赖度指标相比，直接依赖度指标可以更直观地

反映数字化行业对制造业行业的渗透程度。鉴于此，我们将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替换为直接依赖

度，重新进行回归，以考察回归结果是否发生改变。表4第（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Digit的

估计系数与前文基本回归保持一致，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表明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后，本

文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2.考虑内生性。为避免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运用系统GMM

方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报告于表4第（2）列。从AR（1）与AR（2）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该回归模型中随

机干扰项的差分为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同时，从Sarga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至少在

10%的水平上无法拒绝原假设（过度识别约束是有效的），因此以上系统GMM估计结果是可靠的。系统

GMM估计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驱动作用依然是显著且

稳健的。

3.基于行业数据的稳健性检验。在以上回归中我们利用微观贸易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

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但微观数据的样本期仅限于2000-2006年，这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文研究结论的时效性。为此，我们借鉴廖涵和谢靖［38］（P95-120）的方法，测算出

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①，进而基于行业层面数据进行回归。相应地，各控制

变量处理如下：（1）剔除企业存续年限（Age）；（2）企业规模（Size）用行业不变价工业总产值和行业内企业

个数之比测算；（3）融资约束（Finance）用行业外部资金占固定资产购买资金总额的比重衡量；（4）资本

密集度（Capital）以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行业职工人数的比值来度量。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我们整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02年）和 ISIC Rev.3及

ISIC Rev.4，把制造业分为15个行业。回归结果报告于表4第（3）列。我们发现，在使用较新的行业层面

数据后，变量Digit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再次说明本文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考虑行业趋势的改变。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以外，我们还考虑到不同制造业行业受数字经济的影

响可能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乘项，估计

① 因为WIOD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为2000-2014年，这里与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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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列于表4第（4）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稳健。

（四）作用机制检验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存在显著的驱动作用，但究竟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还有待于

进一步探究。因此，下文将利用第三部分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对生产效率和质量生产能力这两种作用

机制进行检验。此外，为稳健起见，我们在各回归模型中均引入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乘

项，以控制不同行业受到的冲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同时，所有回归均聚类在行业层面。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部分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数据有所缺失，我们只选取了可以测量质量生产能力的样本企业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报告于表5。表5第（1）列是对基本模型即方程（7）的回归。第（2）和（3）列分别是将生产效率

和质量生产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反映了数字经济与生产效率和质量生产能力之间的影响

关系。进一步地，分别将中介变量生产效率和质量生产能力加入方程（7）中进行回归，得到第（4）和（5）

列的回归结果。最后，将两个中介变量同时加入方程（7）中进行回归，得到第（6）列的回归结果。

表5第（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变量Digit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

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制造业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设施替代生产中的低端劳

动力进行重复性生产工作，同时通过数据、信息等高协同性与渗透性要素的投入，拉动传统生产率效率

的提高。第（3）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变量Digit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在本文样本期间中国制造

业的产业数字化程度还处于初步阶段，消费需求的倒逼效应较弱，尚未显著提高企业的质量生产能力。

第（4）-（6）列的估计结果反映出，生产效率与质量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与理论预期一致。对比第（6）列和第（1）列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变量Digit的系数在引入中介

变量后明显变小。以上结果初步表明生产效率的中介效应存在，但质量生产能力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Digit

Age

Size

Finance

Capital

L.Quality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AR（1）

AR（2）

Sargan

（1）

Quality

0.017***

（3.314）

0.012***

（4.615）

0.020***

（8.046）

0.063**

（2.606）

0.007

（1.135）

Yes

Yes

No

（2）

Quality

0.023**

（2.462）

0.007***

（3.249）

0.021***

（5.797）

0.051***

（3.618）

0.006

（0.924）

1.004***

（42.914）

Yes

Yes

No

-1.793

［0.073］

-0.655

［0.513］

54.941

［0.809］

（3）

Quality

0.112**

（2.177）

0.074*

（1.848）

0.006

（1.045）

0.057

（1.026）

Yes

No

No

（4）

Quality

0.046***

（3.434）

0.009***

（5.846）

0.013**

（2.457）

0.081**

（2.645）

0.003

（0.744）

Yes

Yes

Yes

注：方框内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概率p值；以上所有回归均包含常数项，这里未报告，备索；其余说明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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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严谨地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我们还需进行严格的统计

检验。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来进一步检验生产效率与质量生产能力的中介效应。基于Bootstrap方

法计算得到生产效率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30，0.217］，质量生产能力的中介效应的95%置

信区间为［-0.002，0.008］。以上检验结果说明只有生产效率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这进一步证实生产

效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质量生产能力并不是显著的中介变量。即，生产效率是数字经济驱动制

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可能机制，而质量生产能力这一作用机制在本文研究样本期间并不显著。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制造业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此，本

文从数字经济视角来考察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路径，首先运用异质性贸易模型分析数字经

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我们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每提高1%，将会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0.050%。在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考虑内生

性、改变回归样本以及考虑行业趋势改变等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检验结果

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存在着贸易方式异质性和所有制形式异质性。

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对一般贸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出口质量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第三，生产效率的

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即生产效率是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提升的可能机制，而质量生产能力

的中介作用在本文研究样本期间并不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该加快数字经济战略部署，完善数字经济基本支持与保障环节，积极制定并推出相关

激励措施，加速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创新，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进而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表5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Digit

φ

ξ

Age

Size

Finance

Capital

常数项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1）

Quality

0.046***

（3.434）

0.009***

（5.846）

0.013**

（2.457）

0.081**

（2.645）

0.003

（0.744）

2.185***

（10.495）

Yes

Yes

Yes

169046

0.698

（2）

φ

0.190***

（4.037）

-0.005

（-1.243）

0.227***

（8.694）

0.832***

（4.196）

-0.182

（-0.645）

3.008***

（12.173）

Yes

Yes

Yes

169027

0.870

（3）

ξ

0.004

（1.012）

-0.002**

（-2.237）

0.007***

（4.175）

0.009

（0.503）

0.010*

（1.849）

-0.177***

（-3.164）

Yes

Yes

Yes

169046

0.719

（4）

Quality

0.037***

（3.324）

0.014***

（6.914）

0.005***

（4.129）

0.016**

（2.627）

0.077**

（2.185）

0.002

（0.610）

2.406***

（9.281）

Yes

Yes

Yes

169027

0.727

（5）

Quality

0.040***

（3.309）

0.007**

（2.253）

0.006***

（4.130）

0.011***

（3.190）

0.082**

（2.204）

0.003

（0.832）

1.429***

（8.012）

Yes

Yes

Yes

169046

0.723

（6）

Quality

0.030***

（3.076）

0.011***

（6.267）

0.006*

（1.872）

0.005***

（4.015）

0.012**

（2.575）

0.079**

（2.270）

0.003

（0.691）

1.134***

（8.007）

Yes

Yes

Yes

169027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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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优势、注入新动能。近些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进程不断推进，但是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瓶颈，比如第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协调、区域数字经济

发展不均衡、融合发展能力有待增强等［18］（P45-48），因此需要政府统筹部署，并促使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第二，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应适应性调整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

生产力，形成包括需求信息、研发设计、智能制造、销售与服务等全过程的资源整合优势，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

第三，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作用，推动中国制造业出口转型升级。由于传统制造业在数字

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转换成本高、投资周期长及见效慢等问题和瓶颈，政府应该加大重点项目资金支持，

完善产权保护体系，以促使转型企业可以获得数字技术的正向收益，激发企业更大的创新动力，不断推

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打造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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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Xie Jing，Wang Shaohong（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Adopting the framework of analyzing digital economy and export product quality on the ba‐

sis of the new-new trade theor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

my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y using the micro-level trade data.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s conclusion remained robust after changing the key variable measurement,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and the change of trade tendency, and changing the regression sample. Second,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ows

certain heterogeneity in different trade modes and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ownerships. Third,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is a possible mechanism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drive the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of manufac‐

turing enterprises, while the product productivity is not a significant mechanism.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celerate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products,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export quality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creat‐

ing new advantages of "Made 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industry digitalization；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new-new trad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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